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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宏观经济视角下的环境规制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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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引入环境质量、污染排放、环境规制政策等因素对经典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行拓展，构建了一个包含环境

因素，并可用于比较不同环境规制政策作用的分析框架，以此来研究环境税、排污许可证和排放强度三种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

政策对经济和环境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政策对经济活动有抑制作用，在经济波动时能发挥“自动稳定器”作用，其

中排放强度政策造成的经济损失最大，环境收益最为明显，排污许可证政策对环境质量提升作用最小，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最

小，“自动稳定器”作用也最为显著；同时，企业单位排放强度的降低能有效减少污染排放，提升环境质量和社会福利，而政府环

保投入转化率的提高，对环境和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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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环境问题是当前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重大挑战，对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和威胁。

2021年 2月召开的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指出，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环境污染是当前人类面临的三

重环境危机，其中环境污染问题每年会造成约 900万人死亡，各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与自然和谐共处，实现

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实行最严

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在“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指导下，中国根据自身基本国情和社会发展特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循

环和低碳发展，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多年来的粗

放式发展形成的高能耗、高排放、低效能等问题突出，转型升级难度较大，仍面临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当

前，中国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大，2021年 11月公布的《中国上市公司碳排放排行榜（2021）》显

示，第二产业中石化、化工等高污染行业的碳排放总量约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 80%，同时，在这些行业的生产

过程还排放了大量大气污染物。因此，现阶段中国面临的改善环境质量的任务依然严峻。

在关注环境问题的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面临一系列挑战。2019年底出现的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

下行和不确定性增加，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冲突也让国际形势变得波橘云诡，这些因素都给中国的稳定发展带

来了巨大的外部挑战，而国内的经济发展也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等多重压力，在这样的内外部环境下，

经济的稳定增长就显得尤为重要。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势必会对经济造成影响，在考虑环境收益的同时，

必须考虑到政策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波动的作用。鉴于此，本文拟基于动态宏观经济的视角，比较不同的环境

规制政策对经济和环境的影响，以期为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选择和实施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为了应对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各类环境政策应运而生，基于现实需要，20世纪 90年代以后，学者们

开始关注对于环境规制政策的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将政府行为引入环境增长模型，探讨了政府、厂商和

消费者的最优化行为（Ploeg和Withagen，1991；Kort和 Gradus，1992），将环境因素引入经典的 IS‑LM模型，构

建并拓展了包括环境均衡曲线的 IS‑LM‑EE模型（Heyes，2000；Lawn，2003）。在实证研究方面也颇多建树，环

境税作为最早实施的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得到了极大关注，学者们利用不同的计量方法研究了以碳税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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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环境税在欧洲各国的应用（Hassan et al，2020；Runst和 Thonipara，2020；Metcalf和 Stock，2020）。可交易

排放制度作为科斯定理在实践中的运用，也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Bayer和 Aklin（2020）、Calel（2020）对目前

最大的可交易排放许可证市场——欧盟的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体系进行了研究，Qi et al（2021）利用双重差

分的方法考察了中国碳排放交易制度在试点城市的运行情况。这些研究大多都是基于微观经济的视角和分

析方法，将环境因素纳入传统的微观模型进行分析，但正如 Lawn（2003）的研究所展示的，环境问题不应该是

微观经济研究的专属领域，它们应该被纳入宏观经济模型，因为在宏观经济研究中才能充分考虑到环境规

制政策与宏观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避免研究结果出现偏差。

在现实经济中，环境规制政策的作用对象虽然一般只是特定的污染型企业，但势必会对上下游企业以及

经济中的其他部门或主体造成影响，进而对整个宏观经济产生影响，同时经济对政策的实施也有反馈作用。

使用局部分析的方法，往往会得到与现实经济不符的结果，这就需要通过一般均衡的框架来对环境规制政策

及其宏观经济效应进行分析，以便更好地考虑政策和经济的相互影响，更科学地制定和实施环境规制政策。

动态一般均衡（DGE）模型在定量评价环境规制政策的研究中得到了大量应用。Acemoglu et al（2012，
2016）在一个有环境约束且资源有限的增长模型中引入了内生和定向技术变革，研究了碳税和研究补贴对经

济的影响，并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向清洁技术过渡的本质。Costinot et al（2016）在宏观层面模

拟了气候变化对全球粮食产业的影响，发现政策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气候变化的不良影响。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可以在短期和长期均衡中模拟动态行为对随机冲击的响应，从简化形式

建模转向结构形式建模，因而在政策模拟和分析的应用中脱颖而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环境和宏观

经济的动态效应，并将环境因素纳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行研究。Angelopoulos et al（2010）最早尝试用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来分析环境规制政策，他们评估了三种不同的环境政策，发现即便排污许可证带来的

收入可用于公共减排，但它仍然是最糟糕的政策选择。Heutel（2012）使用一个包含污染外部性的动态随机

一般均衡真实商业周期（RBC）模型来考察环境规制政策如何应对持续的生产率冲击所导致的经济波动。

Annicchiarico和 Dio（2015）、Annicchiarico et al（2018）在一个具有名义和实际不确定性的新凯恩斯模型中研

究了不同环境规制政策下经济的动态行为，发现价格调整程度和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环境政策的

作用。Barrage（2020）利用含有环境因素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描述了最佳碳税和次优财政状

况下的最优气候政策，并量化了最佳碳税，还发现扭曲性税收会对最佳碳税的数量产生影响。Diluiso et al
（2021）在一个带有金融摩擦和环境政策的新凯恩斯模型中研究了低碳转型的可能风险并评估了货币政策和

金融监管的作用。Roach（2021）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利用美国的数据模拟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累

积，探讨了在次优环境中的动态碳税并衡量了其福利效应。

随着国内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提高，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也涌现出大量对环境规制政策的研究。颜

建军等（2021）以“两型社会”试验区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环境规制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发现试点政策

显著降低了工业废水的排放强度，他们的研究证实了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确实能改善自然环境。吴磊等

（2020）就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研究和于亚卓等（2021）就实施清洁生产标准对

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研究，则表明了环境规制政策除了环境收益，对生产率也有积极影响，虽然这

种影响作用存在地区和企业的异质性，而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另一方面——工资水平，也具有显著的

提升作用（汪海凤等，2022）。更进一步，罗知和齐博成（2021）关于水污染治理政策的研究发现严格的环境规

制不仅能显著带动银行业的发展，还推动了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另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也是

环境规制政策的一大功效，陶锋等（2021）利用双重差分的方法研究了环保目标责任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

响，发现环境规制政策能提高绿色创新的数量，但也会导致创新活动质量的下滑；孙金花等（2021）研究了非

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公众关注和媒介关注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不同的作用关系，

并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和替代效应，而环境责任和环保投资则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国外对于环境规制政策的研究已经开始大量使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来进行，而国内使用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方法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的研究比较匮乏，大多都是在微观经济层面研究单一或

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对单一经济现象的影响，没有考虑环境政策与整个宏观经济的相互作用。鉴于此，本文拟

构建一个包括环境质量、污染排放、环境规制政策等因素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来对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

政策进行研究，通过静态分析比较不同政策环境下宏观变量的稳态值，通过动态分析比较不同政策环境下，

宏观变量面对不同的市场不确定性时的动态响应路径，并通过调整模型相关参数值进行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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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国内对环境规制政策的研究多在微观经济层面进行，本文

从宏观视角出发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环境政策对经济和环境的影响；第二，本文在同一框架下

刻画了环境税、排污许可证和排放强度三种不同的环境规制政策，研究不同政策对经济发展、环境质量和社

会福利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第三，本文在构建模型时将环境变量纳入家庭效用函数中，反应了环境质量对社

会福利的影响，同时考虑到自然环境具备自我修复能力，通过设定环境演化方程反应了环境的真实变化过

程；第四，本文利用中国的相关数据对参数进行校准，模拟了不同环境规制政策下宏观变量的动态响应路径；

第五，本文通过敏感性分析，验证了企业单位排放强度和政府环保投入转化率的变化对宏观变量的不同

影响。

三、理论模型

本文参考 Annicchiarico和 Dio（2015）使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来构建模型，本文理论模型的不

同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家庭部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之外，纳入了自然环境的演化；二是在家

庭效用函数中纳入了环境质量因素；三是在模型中纳入了政府治理环境污染的活动，并刻画了四种不同的环

境政策情形。

（一）家庭部门
经济中存在代表性家庭，代表性家庭提供劳动和资本从事生产，从最终产品企业处购买商品。代表性家

庭通过商品消费、闲暇和环境质量获得效用，其效用与消费量和环境质量成正比，与劳动供给量成反比。代

表性家庭的跨期贴现效用函数表示如式（1）所示。

U = Et∑
t = 0

∞
βt ( )lnCt - γ L1 + ψt

1 + ψ + lnQt （1）
其中：U为跨期贴现效用；Et 为期望算子；β为贴现率；Ct为家庭在 t期的消费量；Lt为家庭在 t期的劳动供给

量；Qt为 t期的环境质量；γ为劳动供给的效用系数；ψ为劳动供给弹性的倒数。

代表性家庭的收入有劳动收入、资本利息和政府债券本息，支出有消费、投资和购买政府债券。劳动收

入和资本利息需要分别缴纳劳动所得税和资本所得税，消费和投资需要缴纳商品税，政府债券利息免征税

额。因此，代表性家庭面对的预算约束为

( )1 + τC ( )Ct + It + Bt + 1 = ( )1 - τL Wt Lt + ( )1 - τK Rt Kt + ( )1 + RB
t Bt （2）

其中：τC、τL、τK分别为商品税税率、劳动所得税税率和资本所得税税率；Kt为家庭在 t期的资本存量；It为家庭

在 t期的投资；Wt为实际工资率；Rt为资本的实际利率；Bt为家庭在 t - 1期购买的政府债券；RB
t 为政府债券的

实际利率。家庭在 t - 1期购买政府债券 Bt，在 t期获得本息收入 ( )1 + RB
t Bt，在 t期购买政府债券 Bt + 1，则在

t + 1期获得本息收入 ( )1 + RB
t + 1 Bt + 1。

代表性家庭的资本积累方程为

Kt + 1 = It + ( )1 - δk Kt （3）
其中：δk为资本折旧率。

此时代表性家庭可通过对消费、劳动、投资和购买政府债券的配置实现效用最大化，即在约束条件式

（2）、式（3）下，求式（1）的最优化问题，可构建拉格朗日 La 函数如下：

La = Et∑
t = 0

∞
βt
é

ë
êê

ù

û
úú( )lnCt - γ L1 + ψt

1 + ψ + lnQt + λ 1t {( )1 - τL Wt Lt + ( )1 - τK Rt Kt + ( )1 + RB
t Bt -

( )1 + τC [ ]Ct + Kt + 1 - ( )1 - δk Kt - }Bt + 1 （4）
可解得：

Lψt = ( )1 - τL Wt

γ ( )1 + τC Ct

（5）

1
Ct

= βEt [ ]( )1 - τK Rt + 1 + ( )1 + τC ( )1 - δk
( )1 + τC Ct +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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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t

= βEt ( )1 + RB
t + 1

Ct + 1
（7）

（二）企业部门
经济中有两类企业从事生产活动，一类是处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中的最终产品企业，它们以中间产品作

为生产要素，生产出的最终产品供居民消费；一类是处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中的中间产品企业，它们以资本

和劳动作为生产要素，生产出有差别的中间产品，供最终产品企业使用。

1. 最终产品企业

假设存在一个中间产品企业的连续统（用 i ∈ [ ]0，1 来度量），并且每个中间产品企业都生产一种差异化

的产品。在第 t期，中间产品企业的连续统（Yi，t，i ∈ [ ]0，1 ）被完全竞争的最终产品企业“打包”生产成第 t期

的最终产品 Yt，则最终产品企业的生产函数可采用 Dixit‑Stiglitz函数形式表示，如式（8）所示。

Yt = ( )∫01 Y ω - 1
ω

i，t di
ω

ω - 1
（8）

其中：Yt为代表性企业在 t时期的最终产品产量；Yi，t为第 i个中间产品企业生产的中间产品产量；ω为中间产

品的替代弹性。最终产品企业面对的利润最大化问题可表示为

max
Yi，t

P tYt - ∫01Pi，t Y i，tdi （9）
其中：Pt为最终产品价格；Pi，t为第 i个中间产品企业生产的中间产品价格。最终产品企业可以通过调整生产

资料，即中间产品的使用量来实现利润最大化。将式（8）代入式（9），可得一阶条件为

Yi，t = Yt ( )Pt

Pi，t

ω

（10）
将式（10）代入式（8），可得

Yt =
ì

í

î

ïï
ïï

ü

ý

þ

ïï
ïï

∫01 é
ë
ê
ê

ù

û
ú
úYt ( )Pt

Pi，t

ω
ω - 1
ω

di
ω

ω - 1

= Yt P ω
t ( )∫01P 1 - ω

i，t di
ω

ω - 1
（11）

则可得最终产品价格为

Pt = ( )∫01P 1 - ω
i，t di

1
1 - ω

（12）
2. 中间产品企业

中间产品企业面对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因此劳动力和资本的价格是给定的，中间产品

企业的生产函数采用 Cobb‑Douglas函数形式表示，如式（12）所示。

Yi，t = At K α
i，t L1 - αi，t （13）

其中：Ki，t和 Li，t分别为第 i个中间产品企业在 t时期投入的资本和劳动；α为资本的产出份额；At为 t时期的技

术水平，服从一阶自回归［AR（1）］过程，其运动方程为

logAt = ( )1 - ρA logA + ρA logAt - 1 + εA，t （14）
其中：ρA为技术冲击的一阶自回归系数；εA，t为技术的外生冲击；A为技术水平的稳态值，本文利用技术冲击

来表示经济中生产技术的变化，代表不同的技术水平。

企业的污染排放是其生产活动的副产品，排放量是产量的一定比例，企业可通过减排措施来减少污染排

放，本文参考 Annicchiarico和 Dio（2015）、Annicchiarico et al（2018）将企业的污染排放量表示为

Xi，t = ( )1 - ηi，t μYi，t （15）
其中：Xi，t为第 i个中间产品企业在 t时期的污染排放量；ηi，t为企业的减排努力程度；μ为企业的污染排放系

数，即单位排放强度。在政府施行环境规制政策时，中间产品企业需根据污染排放量支付一定费用。因此其

排放成本可表示为

Ti，t = dt Xi，t = dt ( )1 - ηi，t μYi，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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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i，t为第 i个中间产品企业在 t时期的排放成本；dt为单位排放成本，与政府施行的具体环境规制政策有

关。参考 Annicchiarico和 Dio（2015）、Annicchiarico et al（2018），企业的减排活动也会付出一定的成本，其减

排成本可表示为

Dt = ϕ 1η
ϕ 2
i，tY i，t （17）

其中：ϕ 1、ϕ 2都为企业减排成本的技术参数，ϕ 1 > 0，ϕ 2 > 1。
垄断竞争的中间产品企业不仅可以调整生产要素的使用量，也可以调整产品的价格和数量。因此中间

产品企业可以通过调整劳动、资本的投入量和减排努力程度，以及中间产品的价格和产量来实现利润最大

化，在约束条件式（10）、式（13）下，可构建拉格朗日函数如下：

La = Pi，tY i，t - Wt Li，t - Rt Ki，t - dt ( )1 - ηi，t μYi，t - ϕ 1η
ϕ 2
i，tY i，t + λ 2t ( )At K α

i，t L1 - αi，t - Yi，t + λ 3t
é

ë
ê
ê

ù

û
ú
úYt ( )Pt

Pi，t

ω

- Yi，t
（18）

可解得：
Ki，t

L i，t
= αWt

( )1 - α Rt

（19）

Wt = é
ë
ê

ù
û
ú

ω - 1
ω

Pi，t - dt ( )1 - ηi，t μ - ϕ 1η
ϕ 2
i，t ( )1 - α At K α

i，t L - α
i，t （20）

Rt = é
ë
ê

ù
û
ú

ω - 1
ω

Pi，t - dt ( )1 - ηi，t μ - ϕ 1η
ϕ 2
i，t αAt K α - 1

i，t L1 - αi，t （21）

ηi，t = ( )dt μ
ϕ 1ϕ 2

1
ϕ 2 - 1

（22）
则中间产品企业的总成本可表示为

TCi，t = Wt Li，t + Rt Ki，t + dt ( )1 - ηi，t μYi，t + ϕ 1η
ϕ 2
i，tY i，t = ω - 1ω Pi，tY i，t （23）

因为中间产品企业面对相同的单位减排成本，而其减排努力程度取决于单位减排成本，所以中间产品企

业有相同的减排努力程度，同时，因为中间产品企业面对相同的劳动力和资本价格，使用相同的生产技术，受

到相同的技术冲击，所以中间产品企业的边际成本都相同。根据边际成本的定义，中间产品企业的边际成本

可表示为MCi，t = ∂TCi，t

∂Yi，t =
ω - 1
ω

Pi，t。

所以中间产品企业的最优定价为

Pi，t = ω
ω - 1 MCi，t （24）

由式（24）可知中间产品价格为其边际成本上的一个价格加成，因为边际成本都相同，所以其产品价格

Pi，t也都相同，则根据式（12），有 Pt = Pi，t。

即最终产品的价格与中间产品的价格相等，根据式（10），有 Yt = Yi，t。
由式（19）可知中间产品企业都有相同的资本劳动比率，又因为它们生产相同的产出，所以每个中间产品

企业也要投入相同的劳动和资本：Lt = Li，t；Kt = Ki，t。

所以总的生产函数就可以表示成与单个中间产品企业的生产函数相同的形式：

Yt = At K α
t L1 - αt （25）

所以经济中所有企业总的污染排放量就可表示为

Xt = ( )1 - ηt μYt （26）
企业总的排放成本、减排成本和减排努力程度也可分别表示为

Tt = dt Xt = dt ( )1 - ηt μYt （27）
Dt = ϕ 1η

ϕ 2
t Y t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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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t = ( )dt μ
ϕ 1ϕ 2

1
ϕ 2 - 1

（29）
因为中间产品的价格都相同，都等于最终产品价格，所以可以把价格标准化为 1，则要素的需求函数可

表示为

Wt = é
ë
ê

ù
û
ú

ω - 1
ω

- dt ( )1 - ηt μ - ϕ 1η
ϕ2
t ( )1 - α At K α

t L-αt （30）

Rt = é
ë
ê

ù
û
ú

ω - 1
ω

- dt ( )1 - ηt μ - ϕ 1η
ϕ2
t αAt K α - 1

t L1 - αt （31）
（三）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具备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企业的污染排放对环境造成破坏，政府的治理活动对环境进行修

复。因此自然环境的演化可用式（32）来表示：

Qt + 1 = ( )1 - δq -Q + δqQt - Xt + θZt （32）
其中：

-Q为初始环境质量，即无污染时的环境质量；δq为自然环境的可持续程度，即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Zt

为政府在 t时期治理环境污染的投入；θ为治理效果参数，即环保投入的转化率。

（四）政府部门

政府的支出包括提供公共服务、偿还债券本息和治理环境污染，政府的收入包括征收的劳动所得税、资

本所得税、商品税、发行债券的收入及对企业污染排放征收的费用，其中污染排放收费专款专用于治理环境

污染。因此，政府的预算约束为

Gt + ( )1 + RB
t Bt = τLWt Lt + τK Rt Kt + τC ( )Ct + It + Bt + 1 （33）

Zt = Tt （34）
其中：Gt为政府用于公共服务的支出。

假设政府用于公共服务的支出为稳态产出的固定份额 ξ，且公共支出服从 AR（1）过程，其运动方程

如下：

logGt = ( )1 - ρG log ( )ξY + ρG logGt - 1 + εG，t （35）
其中：ρG为公共支出冲击的一阶自回归系数；εG，t为公共支出的外生冲击。

根据一般均衡理论，此时产品市场也应该达到均衡，即需求等于供给：

Yt = Ct + It + Gt + Zt （36）
（五）环境规制政策

1. 基准情形

在基准情形下，政府不实施任何环境规制政策，即政府不向企业征收排污费用，也不从事环境治理活动，

因为企业的排放成本为 0，所以企业没有激励从事减排活动，其减排努力程度也为 0。因此在基准情形下，有

dt = 0，ηt = 0。
2. 环境税情形

在环境税情形下，政府根据企业的污染排放量征税，并用收缴的税费进行环境治理。因此在环境税情形

下，企业的单位排放成本 dt就等于环境税率。

3. 排污许可证情形

在排污许可证情形下，政府规定一个总排放额度，在额度内向企业售卖排污许可证，每一许可证代表一

单位排放量，企业根据需要购买一定数量的许可证，政府将售卖许可证获得的收入用于环境治理。因此在排

污许可证情形下，企业总的污染排放量为确定值，即 Xt = -X，企业的单位排放成本 dt等于排污许可证的价格。

4. 排放强度情形

在排放强度情形下，政府规定排放强度目标，要求企业按期达到目标值，同时利用向企业收缴的排放费

用从事环境治理。因此在排放强度情形下，强度目标为确定值，即 Xt /Yt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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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数校准

为了对本文构建的模型进行求解，需要先获得模型中所有参数的值。目前国内外关于动态随机一般均

衡模型研究和应用的文献中，主要有两种获得模型参数值的方法：一是校准法，即利用经济数据估算或根据

已有文献的研究结果对参数值进行校准；二是估计法，即利用贝叶斯估计或极大似然估计等计量方法对参数

值进行估计。其中校准法是大多数文献中使用的方法，本文也使用校准法来获得模型各参数的取值。

近年来国内相关研究都把主观贴现率的值设定为 0.99（张开和龚六堂，2018；王立勇和纪尧，2019；王遥

等，2019；马勇和吕琳，2021），本文也采用 0.99作为主观贴现率的取值。劳动供给弹性的倒数取值在 1~3（朱

军和姚军，2017；王立勇和纪尧，2019；肖伯文和范英，2022；马勇和吕琳，2021），本文设定为 2。国内大多数

研究者都把资本折旧率的取值设定为 0.025（朱军和姚军，2017；王遥等，2019；纪尧等，2021；马勇和吕琳，

2021），本文也采用 0.025的取值。至于生产函数中的资本产出份额，国内许多学者用不同方法进行了估算，

其取值范围在 0.4~0.5（王立勇和纪尧，2019；蔡栋梁等，2019；王遥等，2019；李戎和刘力菲，2021；马勇和吕

琳，2021），本文采用 0.45的取值。

许多学者对中国各项税收的有效税率都进行了测算，根据梁红梅和张卫峰（2014）的研究，本文将商品税

率设定为 0.1284，根据黄赜琳和朱保华（2015）的研究，本文将劳动税率和资本税率分别设定为 0.051和

0.266。根据本文研究的实际情况，环境税应采用狭义环境税的定义，即对排污收取的费用，参考李香菊和贺

娜（2018）的研究，本文将环境税率设定为 0.0547。
参照张开和龚六堂（2018）的研究，本文把劳动效用系数设定为 4。参照卢洪友等（2016）的研究，本文把

企业的单位排放强度和政府的环保投入转化率分别设定为 0.6和 0.345。参照纪尧等（2021）的研究，本文把

中间产品替代弹性设定为 7。参照马勇和吕琳（2021）的研究，本文把技术冲击和财政支出冲击的一阶自回

归系数分别设定为 0.778和 0.877。参照 Annicchiarico和 Dio（2015）的研究，本文把减排成本函数中的两个技

术参数分别设定为 0.185和 2.8。
国内外有许多学者对自然环境的自我修复

能力进行了估算，如肖伯文和范英（2022）将其设

定为 0.99986，Chan（2022）将其设定为 0.992，本文

将其取值定为 0.9。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公共支出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进行了测算 ，取值在

0.15~0.235（王立勇和纪尧，2019；Chan，2022；李
戎和刘力菲，2021；马勇和吕琳，2021），本文利用

《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计算，得出结

果为 0.215，符合之前研究的取值范围。本文模

型中所有参数的取值见表 1。
五、不同环境规制政策下的静态分析

本文利用设定好的参数值，通过 Dynare软件计算出了不同环境规制政策下各宏观经济变量和环境变量

的稳态值，以及环境税情形、排污许可证情形和排放强度情形的稳态值分别与基准情形的稳态值相比较的变

化率（表中括号内数字），结果见表 2。
从表 2中宏观变量的稳态值和变化率可以看出，与基准情形相比，在实施了环境规制政策后，产出、消

费、投资和生产要素投入等经济变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经济活动的水平受到了抑制。造成这一变化

的主要原因是环境规制政策给中间产品企业带来了额外的生产成本，从式（22）中可以看出，在基准情形下，

中间产品企业的总成本中最后两项——企业的排放成本和减排成本都为零，在实施了环境规制政策后，这两

项都为正值，即中间产品企业的总成本增加了，面对总成本的提高，中间产品企业的应对措施是减少生产要

素的投入，从而降低要素成本。从式（12）的中间产品企业生产函数可知，生产要素投入的减少造成了产出的

下降，从式（35）的产品市场均衡可知，产出的下降和政府治理环境污染支出的增加造成了家庭消费、投资和

政府财政支出水平的下降。在经济变量普遍下降的同时，环境变量出现了向好的变化。环境规制政策使得

企业的污染排放量有了大幅减少，环境质量明显提升，家庭效用也有了提高。

表 1 参数校准

参数

β

ψ

γ

τC
τL
τK
d

δK

δQ

说明

贴现率

劳动供给弹性的倒数

劳动供给的效用系数

商品税税率

劳动税税率

资本税税率

环境税税率

资本折旧率

环境自我修复能力

校准值

0.99
2
4

0.1284
0.051
0.266
0.0547
0.025
0.9

参数

α

μ

θ

ξ

ω

ϕ1
ϕ2
ρa
ρg

说明

资本产出份额

单位排放强度

环保投入转化率

公共支出占比

中间产品替代弹性

减排成本的技术参数

减排成本的技术参数

技术冲击自回归系数

公共支出冲击自回归系数

校准值

0.45
0.6
0.345
0.215
7

0.185
2.8
0.778
0.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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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排放强度情形无疑是最严

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在排放强度情形下，中

间产品企业有最高的减排努力程度、减排

成本和排放成本，但这也造成了各经济变

量的大幅下滑，和基准情形相比，产出下降

了 17.330%，中间产品企业的资本投入和

家庭投资都下降了近 30%，家庭消费下降

了 24.771%，工资水平下降了 28.296%，政

府的公共支出也下降了 17.329%，与此同

时，企业的污染排放量减少了 68.435%，环

境质量提高了 24.808%，但由于家庭消费

水平下降过多，家庭效用下降了近 1个百

分点。

环境税情形的严格程度弱于排放强度情形，中间产品企业的减排努力程度、减排成本和排放成本都小于

排放强度情形，尤其是减排成本；和基准情形相比，产出下降了 3.306%，中间产品企业的资本投入、家庭投

资、消费和工资水平都下降了约 6.5%，而企业的污染排放量减少了 24.186%，环境质量提高了 8.779%，不同

于排放强度情形，环境税情形下的家庭效用有了提高，增加了 0.345%。

相比前两种情形，排污许可证情形是最温和的环境规制政策。在排污许可证情形下，中间产品企业的减排

努力程度、减排成本和排放成本比起前两种情形都进一步减少，排放成本只有排放强度情形下的 11%，减排成

本更是只有排放强度情形下的 0.79%，这就使得各经济变量的下滑并不严重，和基准情形相比，中间产品企业

的资本投入、家庭投资、消费和工资水平都下降了约 1.8%，同时，企业的污染排放量减少了 11.000%，环境质量

只提高了 3.919%，和前两种情形相比，排污许可证情形下的家庭效用提高的最多，比基准情形提高了 0.385%。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环境规制政策对经济活动有抑制作用，不同的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也有较明

显的差异，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排污许可证情形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最小，而排放强度情形对经济的负面

影响最大；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排放强度情形下污染排放量减少得最多，环境质量提升最多，而排污许可证

情形下污染排放减少得最少，环境质量提升的也最少；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排放强度情形甚至造成了一部

分福利损失，而排污许可证情形下社会福利增加的最多。

六、不同环境规制政策下的动态分析

本节利用模型的动态性质，继续通过 Dynare软件来分析不同环境规制政策下各宏观变量面对市场不确

定性时的动态响应路径。本文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在面对两种临时性冲击——技术冲击和公共支出冲击

时，宏观变量的变化方向、变化程度和动态演变路径。脉冲响应图中的曲线是脉冲响应函数，代表各宏观变

量面对冲击时的动态调整路径，横轴表示模拟的时间跨度为 40期，纵轴表示变量的稳态偏离百分比。

（一）技术冲击
各宏观变量在不同环境规制政策下对技术冲击的动态响应路径如图 1所示。在面对临时性的正向技术

冲击时，四种情形下产出、劳动、工资、消费和投资的变化率都迅速呈现正向调整的趋势，之后随着技术冲击

的衰减速率，逐渐回归稳态。随着投资的增加，资本存量也随之出现了正向变化，不同的是，资本存量在第

10期左右才达到最大值，之后随着投资的增量小于资本折旧，资本存量的增量也逐渐下降，回归到稳态。在

资源约束的影响下，消费的变化与资本存量相关，其动态路径也显示出与资本存量相似的特征，在第 7期左

右达到峰值，之后下降到稳态。同样，公共支出因受到市场均衡的影响，其变化依赖于消费，也呈现出在第 8
期左右达到最大值，之后回归稳态的特征。总体来看，各经济变量都出现了正向的变化，表现出顺周期性。

从图 1中可以发现，基准情形、环境税情形和排放强度情形下各经济变量的变化率基本相同，排污许可

证情形下各经济变量调整的幅度是最小的。这是由于排污许可证情形下排放成本和减排成本增加最多，给

企业带来了额外的生产成本，这些额外的成本反过来会降低用于消费和投资的产出，抑制了正向的技术冲击

带来的经济扩张效应。

表 2 宏观变量稳态值及变化率

变量

K
I
L
C
W
Y
X
Q

G
U
T
D
η

d

说明

资本存量

投资

劳动

消费

工资

产出

污染排放量

环境质量

公共支出

家庭效用

排放成本

减排成本

减排努力程度

单位排放成本

基准情形

33.785
0.845
0.536
2.495
3.404
4.254
2.552
74.477
0.915
501.977
0
0
0
0

环境税情形

31.591（-6.494%）
0.790（-6.495%）
0.536（-0.009%）
2.333（-6.469%）
3.183（-6.486%）
4.113（-3.306%）
1.935（-24.186%）
81.015（8.779%）
0.884（-3.306%）
503.709（0.345%）

0.106
0.010
0.216
0.055

排污许可证情形

33.169（-1.822%）
0.829（-1.822%）
0.536（0.021%）
2.448（-1.883%）
3.341（-1.842%）
4.215（-0.905%）
2.272（-11.000%）
77.395（3.919%）
0.906（-0.905%）
503.907（0.385%）

0.032
0.001
0.102
0.014

排放强度情形

23.651（-29.996%）
0.591（-29.996%）
0.523（-2.371%）
1.877（-24.771%）
2.441（-28.296%）
3.517（-17.330%）
0.806（-68.435%）
92.953（24.808%）
0.756（-17.329%）
497.097（-0.972%）

0.293
0.169
0.618
0.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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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减排努力程度 （n）家庭效用

脉冲响应图中的曲线是脉冲响应函数，代表各宏观变量面对冲击时的动态调整路径，

横轴表示模拟的时间跨度为 40期，纵轴表示变量的稳态偏离百分比

图 1 不同环境规制政策下宏观变量对技术冲击的响应

环境变量的变化并不一致。基准情形、环境税情形和排放强度情形下，污染排放量都是随着产出的变化

立即出现正向调整，并按照产出变化的趋势逐渐回归稳态，而排污许可证情形下污染排放量是固定的。因此

其变化率始终为 0，不受技术冲击的影响。基准情形下，因为没有任何环境规制政策，所以单位排放成本、排

放成本、减排成本和减排努力程度都为 0，因此其变化率也都为 0。环境税情形下，单位排放成本为固定的环

境税率，根据单位排放成本计算的减排努力程度也为固定值，因此其变化率都为 0；而排放成本和减排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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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分别受到固定的单位排放成本和减排努力程度影响，也受到产出影响，因此其变化率都呈现出小幅的增

长。排放强度情形下，污染排放量和产出的比值为固定值，根据其计算的减排努力程度和单位排放成本也都

为固定值。因此其变化率都为 0；和环境税情形相似，排放成本和减排成本也受到产出的影响，因此其变化

率有小幅增长。而排污许可证情形下，减排努力程度的变化依赖于产出变化，根据减排努力程度计算的单位

排放成本、排放成本和减排成本也都依赖于产出，因此都呈现出和产出相似的变化特征。

这四种情形中，由于排污许可证情形下，污染排放量增加最少，而排放成本增加最多，所以环境质量呈现

增长态势；其他三种情形下，环境质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基准情形由于不采取任何环境规制政

策，环境质量下降最多；而排放强度情形下环境质量的下降要少于环境税情形。

最后，可以看到家庭效用与消费、劳动和环境质量有关。排放强度情形下消费的增长率是最高的，劳动

的增长率与其他三种情形基本相同，同时环境质量的下降率是最低的，因此排放强度情形下家庭效用的增长

率最高；虽然排污许可证情形下消费的增长率最低，但环境质量是四种情形下唯一正向变化的，同时还有最

低的劳动增长率，所以排污许可证情形下家庭效用的增长率排在第二位；基准情形和环境税情形下消费和劳

动的增长率都基本相同，而基准情形下环境质量的下降率明显大于环境税情形，所以基准情形下家庭效用的

增长率最低，环境税情形下家庭效用的增长率排在第三位。

（二）公共支出冲击
各宏观变量在不同环境规制政策下对公共支出冲击的动态响应路径如图 2所示。在面对临时性的正向

公共支出冲击时，四种情形下经济变量的变化都呈现相同的趋势。产出都立即出现正向调整，随后增长率逐

渐降低为 0，开始出现负向变化，在第 20期左右下降率达到最大值，之后下降率不断减小，最终回归稳态。这

是由于产出的变化依赖于资本存量和劳动的变化，劳动在面对临时性的公共支出增加时，立即出现正向调

整，随后恢复到稳态；资本存量的变化又依赖于投资的变化，而投资的变化率受公共支出增长的影响，迅速呈

现负向变化，随后下降率不断减小，直至回到稳态，这就使得资本存量的变化率也迅速呈现负向变化，和受到

技术冲击时类似，其下降率在资本折旧的作用下先增大后减小，最终其变化路径呈“U”型。在资本存量和劳

动变化的共同作用下，产出的变化呈现先增长后下降，最终回到稳态的“U”型特征。由于劳动的瞬时增加，

工资立即出现了负向调整，并随着劳动的变化回归稳态水平。而由于公共支出的挤出作用，家庭消费立即减

少，并随公共支出的变化回归稳态。

从图 2中可以发现，和受到技术冲击时的情况相似，排污许可证情形下的各经济变量调整的幅度是最小

的。这是由于排污许可证情形下，在产出增长阶段，排放成本和减排成本增长率最高；在产出下降阶段，排放

成本和减排成本下降率也最高，这就抵消了公共支出冲击带来的经济扩张和收缩效应。

环境变量的变化和受到技术冲击时有相同之处。排污许可证情形下的污染排放量是固定值，不受公共

支出冲击的影响，其他三种情形下的污染排放量和产出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也是立即出现正向调整，随后

增长率开始降低，直到出现负增长，在第 20期左右负增长达到最大值后，再逐渐回归到稳态。和受到技术冲

击时相似，基准情形下，单位排放成本、排放成本、减排成本和减排努力程度的变化率都为 0。环境税情形

下，单位排放成本和减排努力程度为固定值，其变化率也都为 0；排放成本和减排成本因分别受到固定的单

位排放成本和减排努力程度影响，并同时受到产出影响，因此其变化率都呈现出小幅的先增长后下降的趋

势。排放强度情形下，单位排放成本和减排努力程度也都为固定值，其变化率都为 0；和环境税情形相似，排

放成本和减排成本的变化率有小幅的先增后减趋势。而排污许可证情形下，减排努力程度、单位排放成本、

排放成本和减排成本的变化率都呈现出和产出相似的变化路径。

环境质量的变化与受到技术冲击时的变化有较大的不同，排污许可证情形下，由于污染排放量保持不

变，而排放成本和减排成本都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所以环境质量的变化也呈现这种先增后减的趋势，

只是变化的幅度相对较小。其他三种情形下，环境质量的变化趋势都是先下降再增长，之后增长率逐渐减

小，最终回归稳态。基准情形、环境税情形和排放强度情形下污染排放量在正向调整阶段的变化路径基本相

同，而基准情形下排放成本始终为 0，其他两种情形下排放成本都有小幅上升，所以基准情形下环境质量变

化率下降最多；同时，虽然基准情形下的污染排放量下降程度小于其他两种情形，但由于其他两种情形下排

放成本的下降程度更为显著，所以基准情形下环境质量的正向变化程度是最大的，同理，环境质量的增长率

在环境税情形下也要大于在排放强度情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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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减排努力程度 （n）家庭效用

脉冲响应图中的曲线是脉冲响应函数，代表各宏观变量面对冲击时的动态调整路径，

横轴表示模拟的时间跨度为 40期，纵轴表示变量的稳态偏离百分比

图 2 不同环境规制政策下宏观变量对公共支出冲击的响应

最后，可以看到家庭效用的变化同样与消费、劳动和环境质量的变化有关。基准情形下的消费增长幅度

排在第二位，劳动增长幅度最小，环境质量增长幅度最大，所以基准情形下的家庭效用增长幅度最大；排放强

度情形下的消费增长幅度最小，劳动幅度增长最大，环境质量增长幅度最小，所以排放强度情形下的家庭效

用增长幅度最小；而环境税情形和排污许可证情形下消费、劳动和环境质量的变化幅度都较为接近，所以这

两种情形下家庭效用的增长幅度也较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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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规制政策的比较

不同环境规制政策下的宏观变量在面对不同来源的市场不确定性时，表现出不尽相同的动态响应路径，

从不同的角度比较，各环境规制政策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从减小经济波动，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角度来看，不论是面对技术冲击还是公共支出冲击，排污许可证

情形下的经济波动幅度都是最小的，而排放强度情形下的经济波动幅度最大。

从环境质量变化的角度来看，面对技术冲击时，只有在排污许可证情形下，环境质量的变化率为正，其他

三种情形下环境质量都出现了负向调整；面对公共支出冲击时，也只有在排污许可证情形下，环境质量在初

始阶段有正向变化，其他三种情形下，环境质量都呈现先下降后增加的变化趋势。

从社会福利变化的角度来看，面对技术冲击时，排放强度情形下家庭效用的增长率最大，排污许可证情

形下家庭效用的增长率次之，环境税情形下家庭效用的增长率最小；面对公共支出冲击时，排放强度情形下

家庭效用的下降率最大，排污许可证情形下家庭效用的下降率最小，但回到稳态的路径和环境税情形几乎

一致。

（四）环境规制政策组合的宏观效应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比较可以看出，三种环境规制政策对经济发展、环境质量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各有优

劣，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单一的环境政策可能缺乏效率甚至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时就需要通过运用多

种政策的组合，最大限度地减少可能的意外影响，促进政策干预的可行性，更有效地实现政策目标。

政策组合的设计和运用是目前政策设计研究的一个趋势，在环境政策领域越来越受欢迎（Li和
Taeihagh，2020）。中国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实践中一直坚持使用不同的政策组合，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过程

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政策的调整和置换，以实现不同的社会发展目标。因此我们需要对环境规制政

策组合的宏观效应加以分析，以期更高效地运用政策组合。

根据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各宏观变量在不同环境规制政策下的变化趋势相同或相近时，政策组合无疑

会加剧这种变化趋势，而当各宏观变量在不同环境规制政策下的变化趋势不尽相同时，政策组合则会减弱甚

至改变原有的变化趋势，我们的分析也基于此展开。

在面对临时性的正向技术冲击时，三种环境规制政策下产出、资本、劳动、工资、消费、投资、公共支出和

家庭效用的变化都呈现相同或相近的趋势。因此不管是哪种类型的政策组合，都会加剧这种变化趋势，即使

得产出、劳动、工资和投资瞬时正向调整的幅度更大，而资本、消费、公共支出和家庭效用等正向调整较慢的

变量，其变化率也会达到更大的最大值后再逐渐回到稳态。由于排污许可证情形下污染排放量的变化率为

0，所以当政策组合中有排污许可证政策时，会降低污染排放量的变化率。而在环境税和排放强度情形下，单

位排放成本、排放成本、减排成本和减排努力程度的变化率为 0或很小，所以当政策组合中有环境税或排放

强度政策时，会降低这四项变量的变化率。环境质量只有在排污许可证情形下有较小的正向变化率，在其他

两种政策情形下，变化率都为负，所以当政策组合中有排污许可证政策时，会减弱环境质量的负向变化程度。

在面对临时性的正向公共支出冲击时，和面对技术冲击时相同，三种环境规制政策下产出、资本、劳动、

工资、消费、投资、公共支出和家庭效用这几项经济变量的变化都呈现相同或相近的趋势，各种政策组合的结

果都会加剧原有的变化趋势，即瞬时的正向调整或负向调整都会有更大的幅度，变化率也会达到更小的最小

值后再逐渐回到稳态。污染排放量、单位排放成本、排放成本、减排成本和减排努力程度的变化率也和面对

技术冲击时相似，当政策组合中有排污许可证政策时，会降低污染排放量的变化率，当政策组合中有环境税

或排放强度政策时，会降低单位排放成本、排放成本、减排成本和减排努力程度的变化率。排污许可证情形

下环境质量的变化趋势与其他两种政策情形相反，但由于其他两种政策情形下环境质量的变化率先呈现较

小的负向变化，后呈现较大的正向变化，所以当政策组合中有排污许可证政策时，会较明显地减弱环境质量

的负向变化，而对环境质量的正向变化作用有限。

综上所述，环境规制政策组合会加剧经济变量在面对外生冲击时的变化程度，从社会福利变化的角度来

看，政策组合的作用明显优于单一政策；同时，三种环境政策的灵活组合，也可以降低环境变量的变化率，从

环境质量变化的角度来看，政策组合里可以优先考虑加入排污许可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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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敏感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完善本文的研究，本文将分析其他可能的因素对环境规制政策作用的影响，具体来说，本文

从企业单位排放强度和政府环保投入转化率的变化来进行敏感性分析。

（一）单位排放强度的变化
单位排放强度即产出每增长一单位所产生

的污染排放量，一般与企业的生产技术和使用能

源有关。单位排放强度不仅代表了企业的生产

效率，也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产成本，较低的单

位排放强度不但可以直接提高企业的经济收益，

还表明企业的生产技术有了提升，同时也有利于

环境保护。本文在参数校准部分根据以往研究

将企业的单位排放强度设定为 0.6，为了比较较低

的单位排放强度对宏观变量的影响，本文在敏感

性分析中将其设定为 0.3，比初始值下降 50%，此

时不同环境规制政策下各宏观变量的稳态值及

其与初始设定稳态值相比较的变化率（表中括号

内数字）见表 3。
可以看到，因为没有实施任何环境规制政策，基准情形下的经济变量不受单位排放强度变化的影响，而

污染排放量等比例下降 50%，并导致环境质量提升 17.135%，因为消费保持不变，所以环境质量的提升导致

家庭效用提高 3.151%。环境税情形下，环境税率保持不变，各经济变量都有一定程度的提升，污染排放量下

降近 45%，这使得环境质量提升了 10.475%，企业的排放成本、减排成本和减排努力程度都有大幅下降，消费

和环境质量的提升导致家庭效用提升了 2.598%。排污许可证情形下，污染排放量根据基准情形的污染排放

量确定，所以此情形下的污染排放量同样下降 50%，因为单位排放强度和污染排放量同比例下降，所以企业

的产出和减排努力程度都保持不变。因此各经济变量和排放成本、减排成本都没有发生变化，单位排放成本

则翻了一倍，环境质量和家庭效用都有了一定提升。排放强度情形下，各经济变量都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但

由于强度目标为确定值，当产出增长时，污染排放量也会有相同比例增长；单位排放强度的下降大大降低了

减排努力程度，单位排放成本也随之减少，受其影响，排放成本和减排成本都大幅下降；污染排放量的提高降

低了环境质量，但由于消费增长幅度较大，所以家庭效用仍然上升了 3.471%。

（二）环保投入转化率的变化

环保投入转化率即用于环境保护的资金每增加一单位时环境质量的提升，一般与政府的行政工作效率

和环境保护技术水平有关。较高的环保投入转化率可以用同样多的资金实现更多的环保收益，也表明政府

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较高的工作效率，同时也掌握了更先进的环境保护技术。本文在参数校准部分根据以

往研究将环保投入转化率设定为 0.345，为了比较较高的环保投入转化率对宏观变量的影响，本文在敏感性

分析中将其设定为 0.518，比初始值提高 50%，此时不同环境规制政策下各宏观变量的稳态值及其与初始设

定稳态值相比较的变化率（表中括号内数字）见表 4。
表 4 环保投入转化率提高时部分宏观变量稳态值及变化率

变量

Q

U

基准情形

74.477
501.977

环境税情形

81.198（0.225%）
503.934（0.045%）

排污许可证情形

77.451（0.072%）
503.979（0.014%）

排放强度情形

93.458（0.543%）
497.638（0.109%）

四种情形下，环保投入转化率的变化都只对环境质量和家庭效用产生了影响。因此表 4没有将其他变

量包括进来。可以看到，基准情形下，因为没有实施任何环境规制政策，环保投入转化率的变化对环境质量

和家庭效用并没有任何影响。在其他三种情形下，环保投入转化率的提高都只是略微提高了环境质量和家

庭效用，提高最多的是排放强度情形，在这种情形下，环境质量提升了 0.543%，家庭效用提升了 0.109%。

表 3 单位排放强度降低时宏观变量稳态值及变化率

变量

K
I
L
C
W
Y
X
Q

G
U
T
D
η

d

基准情形

33.785
0.845
0.536
2.495
3.404
4.254

1.276（-50.000%）
87.238（17.135%）

0.915
517.793（3.151%）

0
0
0
0

环境税情形

32.631（3.293%）
0.816（3.293%）
0.536（0.031%）
2.408（3.195%）
3.287（3.261%）
4.181（1.649%）
1.070（-44.702%）
89.502（10.475%）
0.899（1.649%）
516.797（2.598%）
0.059（-44.701%）
0.004（-65.419%）
0.147（-31.961%）

0.055

排污许可证情形

33.169
0.829
0.536
2.448
3.341
4.215

1.136（-50.000%）
88.753（14.675%）

0.906
517.601（2.718%）

0.032
0.001
0.102

0.028（100.000%）

排放强度情形

31.243（32.103%）
0.781（32.103%）
0.535（2.398%）
2.309（23.038%）
3.149（29.009%）
4.090（16.306%）
0.937（16.306%）
91.046（-2.052%）
0.879（16.306%）
514.351（3.471%）
0.121（-58.784%）
0.013（-92.121%）
0.236（-61.765%）
0.129（-64.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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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结论与启示

本文将环境质量、污染排放、环境规制政策等因素纳入到经典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构建了一个

包含环境因素，并可用于分析、比较不同环境规制政策作用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静态分析中比较了

不同环境规制政策下宏观变量的稳态值，通过引入技术冲击和公共支出冲击两种市场不确定性，利用模型的

动态性质，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政策下各宏观变量的动态响应路径，同时又通过改变模型中单位排放强度和

环保投入转化率的参数值进行了敏感性分析。综合本文的分析，可得到以下结论：

（1）环境规制政策在改善自然环境的同时，对经济活动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和没有实施任何环境规制政策

的基准情形相比，三种环境规制政策下的经济变量水平都有了较明显的下降，“双重红利”并没有表现出来。

（2）不同环境规制政策的作用效果不同。排放强度政策带来的环境质量提升最为明显，但同时造成的经

济损失最大，以致降低了由家庭效用所代表的社会福利水平；排污许可证政策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最小，

但同时对环境质量的提升作用也是最小的。

（3）环境规制政策在经济波动中可以发挥“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从脉冲响应图中可以看出，当面对市场

不确定性时，企业排放成本和减排成本的变化始终是顺周期的，这就可以抑制经济波动。其中排污许可证情

形下，企业的排放成本、减排成本和减排努力程度都表现出最为明显的顺周期性，因此这种环境规制政策的

“自动稳定器”作用也最为显著。

（4）相同的环境规制政策在面对不同来源的市场不确定性因素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有较大差异。从脉

冲响应图中可以看出，面对不同来源的市场不确定性因素，同一种环境规制政策下的各宏观变量，不论是变

化的方向、程度，还是路径轨迹，都有着明显不同。

（5）企业单位排放强度的降低，能有效减少污染排放量，提升环境质量和社会福利水平，配合适当的环境

规制政策，还能有效提高经济变量水平，促进经济发展；而政府环保投入转化率的提高，对环境质量水平和社

会福利水平的变化影响不大，更是难以对经济发展造成影响。

根据以上结论，可以得到一些关于在中国治污减排、绿色发展方面的启示：

（1）决策部门在选择和实施环境规制政策的过程中既要考虑经济发展，也要考虑环境保护，对当前发展

的重点要有清晰的研判，如果以经济为重，可以优先使用排污许可证政策，尽可能降低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

响；如果以环境为重，可以优先使用排放强度政策，有效降低污染排放量，提高环境质量。

（2）为了保证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兼顾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及社会福利的提高，决策部门可以倾向于使

用排污许可证政策。中国碳配额交易市场在 2013年开始试点，取得了一定成效，目前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需要进一步明确定价机制，完善市场规则，推动交易体系、涉及行业和市场主体的扩容。

（3）针对不同来源的市场不确定性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差异化影响问题，决策部门应该对市场不确定性因

素进行及时的研判，根据其来源和社会发展重点实施合适的环境规制政策或政策组合，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

的同时，实现环境质量的提升。

（4）比起促进政府相关部门环境保护技术的发展，决策部门应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对企业的监督和管理

上，制定相关的政策，通过强制、鼓励、补贴和帮扶等手段，促进企业生产技术和减排技术的提高，以有效降低

企业的单位排放强度，这样可以更有效地保证经济发展，保护生态环境，提高社会福利。

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本文只考虑了企业生产造成的污染，未考虑家庭生活造成的污染，

生活污染目前也是造成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原因，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将其纳入环境演化方程和效用函数

中。其次，本文参数值的确定使用的是校准法，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用贝叶斯估计或极大似然估计等方法对

参数值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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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 Macroeconomics

Jia Nanting1，Feng Zongxian2
（1. Jinhe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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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lassical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was expanded by introducing factors such as environmental
quality，pollution emissions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and constructing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could be used to compar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so as to study the different impacts on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of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namely，environmental taxes，emission permits
and emission intens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y has an inhibitory effect on economic activities，and
can play an“automatic stabilizer”role in economic fluctuations. Among them，the emission intensity policy causes the largest
economic losses，and the environmental benefits are the most obvious. The emission permit policy has the smallest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but its economic losses are the smallest，and its“automatic stabilizer”role is also the most
obvious. At the same time，the decrease in the unit emission intensity of enterprise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pollution emissions and
improve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social welfare，while the increase in the conversion rate of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put has a very limited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Keywords：environmental regulation；macro economy；DSG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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